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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在胡汉问题、南北正
朔之争、皇权等因素主导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层面。北魏前期先祖祭祀以
东庙为主，至孝文帝改革先祖祭祀制度，太庙祭祀的地位始得以凸显，彰显出北
魏先祖祭祀由胡汉杂糅走向以华夏制度为主导的历史转变。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
经历了孝文帝之前 “天子七庙”的形成以及孝文帝以后太庙制度的确立两个阶段。
中古时期宗庙制度的构建在经学理论上主要以郑、王礼说为依托，两晋南朝宗庙
制度采用王肃学说，而道武帝所立太庙，分置始祖、太祖，具有缘饰经典及郑玄
学说的明显迹象。此后在学说的择从上，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呈现出由兼采郑玄、
王肃学说到全遵郑玄学说的趋势，并在孝明帝时期最终确立相对完备的宗庙制度。
北魏以承继西晋自居，而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并未依从两晋南朝之制，显现出
与东晋南朝争正统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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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武帝定都平城之前，拓跋魏或有祭祀先祖旧俗。 《魏书·礼志一》载 “魏先之居幽都也，
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① 所谓 “祖宗之庙”即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
镇西北十公里的天然洞嘎仙洞。而米文平以为嘎仙洞并非拓跋魏 “祖宗之庙”，而是 “拓跋鲜卑
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② 拓跋鲜卑祭祀先祖传统，目前相关记载极为缺乏。逯耀东据 《后汉书·
乌桓鲜卑传》载乌桓有祭祀 “先大人有健名者”旧俗，即对祖先的崇拜，则拓跋鲜卑或当亦有
之。③ 及迁都平城之后，又效法汉魏以来中原王朝宗庙之制，营建太庙，沿承东汉以来 “异室同
堂”的布局。④ 但道武帝天兴初年所立先祖庙并非仅太庙而已，所祀先祖神主又不尽一致，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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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历史研究》编辑部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主办的第四届青年史学
家论坛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１２＆ＺＤ１３４）阶段性成果。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７３８页。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６—７页。
逯耀东：《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年，第６２页。案：《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有关记载，又见于 《三国志》卷３０ 《魏书·乌丸鲜卑
东夷传》裴注引王沈 《魏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３３页），两者史源相同。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二》，第２７７１页。由于北魏前期先祖祭祀胡汉杂糅，《魏书》所见 “宗庙”亦可兼
宫中设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庙神主，又在云中及盛乐祀神元以下七帝。①道武帝在
宫中所立祖庙，应即 《魏书·太祖纪》天兴四年 （４０１）三月所载 “帝亲渔，荐于寝庙”之 “寝庙”。②
在鲜卑传统、华夏传统遭遇碰撞过程中，《魏书》所见道武帝时期庞杂的庙制体系，兼融胡
汉之制。《后汉书》所谓乌桓祭祀 “先大人有健名者”，“健名”意即 “盛名”。③ 道武帝在宫中所
立 “寝庙”以及在祖先兴起之地云中、盛乐祀七帝，不妨可以视为根源于拓跋鲜卑祭祀有盛名
的先祖旧制。
道武帝天兴元年追尊庙号，为北魏太庙制度建构之肇端。在研究北魏历史过程中，前辈学
者已零星提及孝文帝庙制改革问题，④ 而学者主要致力于北魏太庙制度的研究，发轫时间相
对较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日本学者金子修一较早关注北魏孝文帝至孝明帝时期的太庙
禘祫制度，已言及郑玄学说在北魏禘祫制度中得以运用，⑤ 至１９９７年金子修一又对 《魏书》
所载道武帝至宣武帝时期皇帝郊庙祭祀问题进行考察，⑥ 以补充此前研究的不足。此后，康乐、梁
满仓主要聚焦于道武帝所立庙制以及孝文帝太庙改制问题，关于孝文帝所立七庙神主，也有有益的推
测。⑦ 楼劲关于道武帝所立庙制及拓跋魏早期的历史背景有深入剖析。⑧ 郭善兵继金子修一之
后，进一步讨论孝文帝时期庙制改革及宣武帝、孝明帝所立禘祫制度问题。⑨ 此外，北魏庙制变
迁过程已引起学者注意，如王铭、楼劲均有扼要分析，所论虽简略，但均以始祖神元并非不祧
庙，瑏瑠 值得注意。
在目前研究成果中，也不乏以庙制与政治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川本芳昭以为孝文帝
变更庙号及爵制改革，其意在于打破平文帝以后诸帝子孙之间的 “一体”感。瑏瑡 张继昊通过考察
拓跋郁律的功业，探究道武帝追尊拓跋郁律为太祖的成因。瑏瑢 何德章认为孝文帝改易庙号的政治
目的在于 “剥夺一批鲜卑旧贵族的政治特权”。瑏瑣 近年王铭以 《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有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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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云中、盛乐及白登山等诸帝之祀。为避免产生歧义，本文以 “太庙”代指北魏华夏庙制，涉及汉魏
两晋南朝庙制，仍称 “宗庙”。
①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３５页。神元以下七帝何所指，楼劲推测即神元、文帝、思帝、平文帝、
烈帝、昭成帝、献明帝。参见楼劲：《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
１６９页；《道武帝所立庙制与拓跋氏早期世系》，《文史》２００６年第４辑，第４８—４９、６６—６７页。
《魏书》卷２ 《太祖纪》，第３８页。
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第１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５２０页。
如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５４６页；又如杜士铎主编： 《北魏
史》，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６３页。
金子修一 《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初刊 《史雒志》（１９７９年第８８编第１０吖），中译本见
刘俊文主编 《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４１—
３４４页），日文见金子修一 《中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３６—４１页）。
金子修一：《中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第２６８—２８１页。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７—２５０页；梁满
仓：《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２８—３４页。
楼劲：《道武帝所立庙制与拓跋氏早期世系》，《文史》２００６年第４辑，第４５—７９页。
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３—３４４页。
王铭：《北魏前期太庙考———以孝文帝 “改庙号诏”为中心》，《清华史苑》２００７年第２辑，清华大学历
史系内部出版，第１５、１８—１９页；楼劲：《〈元和姓纂〉所在拓跋昭成帝及其子孙史事释证》，《社会科
学战线》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９７页注６、１０５页注４。习作交稿后始有幸获颂两文，谨此附记。
川本芳昭：《魏晗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１—２７３页。
张继昊：《从拓跋到北魏———北魏王朝创建历史的考察》，台北：稻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１４—２２０页。
何德章：《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５—６页。
载，订正并补充 《魏书》之不足，以北魏庙号改易为中心，揭示出北魏改定太祖庙号、太武帝
庙号升格的复杂政治背景。①
与史料记载的分散性与有限性相关，目前学者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道武帝、孝文帝、宣武
帝、孝明帝等时期。探讨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一方面涉及太庙神主的变迁，另一方面关涉太
庙制度 （如时享、昭穆制度、禘祫制度、功臣配享等）的构建及实施。目前学者对北魏特定时
期相关具体制度的研究有所创获，但未有必要的整体性思考。
北魏太庙制度具有连续性，又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侧面。由于道武帝以下至孝文帝之
间史料的缺乏，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若不瞻前顾后，所见不免各持一端，难以形成一致的认
识，如学者所论孝文帝时期七庙神主相对随意，缺乏较为充分的论据。不过太庙神主迁毁具有
可寻的规则，而在北魏太庙神主变迁过程中，始祖、太祖究竟何者为不祧庙，未登大位的献明
帝、景穆帝神主如何迁毁，无疑为关键性因素。此外，学者依据 《魏书》有关记载，揭示出北
魏禘祫制度与郑玄学说有关。而结合对北魏前期庙制变迁的梳理，也有助于厘清北魏庙制与郑
玄七庙说的关系，深化对郑玄禘祫说在北魏付诸实践的认识。如此种种问题，只有通过由点至
线，由线到面，纵观北魏太庙制度的变迁轨迹，切近审视郑玄、王肃学说与北魏太庙制度的关
系，相关线索方见分明。
由上所论，可知厘清北魏太庙神主的变迁，仍为探明北魏太庙制度构建的首要任务，而解
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道武帝所立 “始祖”、 “太祖”何者为不祧庙，依据迁毁原则，史料中
记载相对模糊的北魏太庙神主的变迁问题方有眉目可寻。本文拟以胡汉问题、南北正朔相争问
题为主要研究视角，并以北魏太庙制度变迁的过程、郑玄学说与北魏太庙制度的关系为两条主
线，首先就道武帝所追尊 “始祖”、“太祖”何者为不祧祖问题进行辨析，次则梳理北魏 “天子
七庙”形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太祖在郊庙中地位的变化、太庙格局的演变以及太
庙制度的构建及实施问题。通过对北魏太庙制度构建的研究，以期窥见北魏塑造华夏正统地位
过程之一斑。
一、道武帝所立太祖平文庙为不祧庙辨
道武帝天兴元年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② “置太社、太稷、帝社
于宗庙之右”。③ 道武帝所建宫室，仅属宫城，而郭城的修建，则迟至明元帝泰常七年 （４２２）。④
《南齐书·索虏传》载太武帝时期平城宫城建制，太庙位于 “南门外”。⑤ 依据北魏左祖右社的建
置格局，可知道武帝时期太庙位于宫城南门外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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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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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魏书〉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改易庙号诏考订》，《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９８页；《“正
统”与 “政统”：拓跋魏 “太祖”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２９７—
３０６页；《北魏太武帝庙号升格问题考议》，《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９１—１００页。案：王铭所
论相关问题，立意在新材料发现基础之上，如以 《资治通鉴》补充 《魏书·礼志》所载孝文帝太和十
五年 （４９１）改易庙号诏所言二祧，脱 “世祖”二字，又据 《册府元龟》，明确太武帝、献文帝庙号初
为世宗、显宗。
《魏书》卷２ 《太祖纪》，第３３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３５页。
黄惠贤：《北魏平城故都初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４３７、４４２页。
《南齐书》卷５７ 《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９８４页。
天兴元年十一月，道武帝诏令仪曹郎清河董谧撰 “郊庙、社稷”之仪，① 而后效法汉魏以来
制度，追尊先祖庙号。《册府元龟·帝王部·奉先二》云：
后魏道武帝天兴元年十二月，临天文殿，司徒进玺绶，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乐用
《皇始》之舞，以神元皇帝为始祖，平文皇帝为太祖，昭成皇帝为高祖，考为献明皇帝。②
道武帝之父献明帝薨于昭成帝建国三十四年 （３７１），③ 未称代王即逝，仅具谥号，不具庙
号。天兴二年十月，太庙建成，道武帝迁祔神元、平文、昭成、献明诸帝神主入太庙，以二分、
二至及腊，祭以太牢。④
《魏书》所载道武帝所立太庙神主，仅具四庙。学者以为道武帝所建太庙应为五庙，《礼记·丧
服小记》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郑玄注：“高祖以下，与始祖而
五。”⑤ 此即道武帝立五庙之所本，且另有一庙为虚主，意为 “待子孙而备”。⑥ 《礼记·丧服小
记》郑注中 “始祖”即 “太祖”，而若道武帝据此设庙，当立五庙，而非四庙。以北族政权太庙
建置为例，如后凉麟嘉元年 （３８９）吕光立始祖四亲庙，追尊吕望为始祖不祧庙，⑦ 可为例证。
以魏晋以来宗庙制度言之，虚主并非 “待子孙而备”，而是由于太祖神主未升，故虚太祖之位。⑧
四庙亦有此制，如曹魏魏明帝太和三年 （２２９）立四亲庙，魏武帝为太祖不毁庙，其庙亦在四亲
庙之中。⑨ 又如唐高祖武德元年 （６１８）六月，立宣简公、懿王、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庙，瑏瑠
太庙神主不过有四。据此不妨推断，道武帝立太庙为四庙，当由于虚太祖之位所致。兹列四庙
神主如下：
始祖 （神元帝） 太祖 （平文帝） 高祖 （昭成帝） 献明帝
晋武帝立七庙，以宣帝司马懿庙号高祖，文帝司马昭庙号太祖，而据 《宋书·礼志》、 《晋
书·礼志》“宣皇未升，太祖虚位”以及东晋徐邈 “宣皇帝创基之主，实惟太祖”之语，瑏瑡 可知
宣帝虽无太祖之名，实属不祧庙，太祖文帝并非不迁之祖。而道武帝仅立四庙，且追尊先祖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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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２ 《太祖纪》，第３３页；《魏书》卷２４ 《崔玄伯传附董谧传》，第６３４页。
《册府元龟》卷２９《帝王部·奉先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影印明崇祯十五年刊本，第３１５—３１６页。
《魏书》卷１ 《序纪》，第１５页。
《魏书》卷２ 《太祖纪》，第３６页。 《魏书·礼志》载道武帝天兴二年十月 “平文、昭成、献明庙成”
（第２７３５页），未载神元庙，或文字脱漏所致。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３２ 《丧服小记》，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５９２页。
楼劲：《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１６９页；《道武帝所立庙制
与拓跋氏早期世系》，《文史》２００６年第４辑，第５３页。
《太平御览》卷１２５ 《偏霸部九》引崔鸿 《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影印宋蜀
刻本，第６０４页；《晋书》卷１２２ 《吕光载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３０５９页。
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文史哲学报》（台北）１９９３年第４０
期，第７４—７５页；冯茜：《中晚唐郊庙礼制新变中的儒学色彩》，《文史》２０１４年第３辑，第２４９页。
《三国志》卷３ 《魏书·明帝纪》，第９６—９７页；《宋书》卷１６ 《礼志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
第４４３—４４４页。案：《隋书·礼仪志》载曹魏四亲庙之外，又 “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后代”。（《隋
书》卷７ 《礼仪志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３７—１３８页）此与 《三国志》不同，今仍从
《三国志》所载。参见古桥纪宏：《魏晋礼制与经学》，北京大学 《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家典
籍与思想研究》第２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册府元龟》卷３０ 《帝王部·奉先三》，第３２２页。
《宋书》卷１６ 《礼志三》，第４４７、４５２页；《晋书》卷１９ 《礼志上》，第６０３、６０６页。
号，始祖、太祖同时并存，汉魏以来宗庙并无此建制，十六国时期北族政权有之，如后秦姚苌
建初元年 （３８６）追尊其父姚弋仲为始祖，建初八年姚苌死后，庙号太祖；① 又如后凉吕光以吕
望为始祖，至承康元年 （３９９）吕光身死，其庙号为太祖。② 由于后秦、后凉国祚短促，史料
中关于始祖、太祖的记载，仅寥寥数语，难窥全豹。而据此不难推知，天兴元年道武帝分
置始祖、太祖，与十六国政权相类，明显具有缘饰经典及郑玄学说迹象。若依常理，始祖
神元在四亲庙之外，当为不祧庙，而道武帝仅立四庙，亦可知此与虚太祖之位有关。道武帝
所立太庙制度的独特性，依据汉魏以来宗庙制度不足以解释，而究竟何者为不祧庙，不妨综合
数说加以讨论。
（一）始祖、太祖、高祖为不祧庙说。文献中以 “始祖”、 “太祖”并称，且指代有别，仅
《白虎通》有之。《白虎通·宗庙》云：“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③ 则道武帝以
始祖为神元皇帝，太祖为平文皇帝，或当本于 《白虎通》之说。若按此说，则始祖、太祖、高
祖均为不祧庙。
以始祖、太祖、高祖为不祧庙，隋朝不乏此例。隋炀帝大业元年 （６０５），礼部侍郎、摄太
常少卿徐善心、博士褚亮议定七庙之制， “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
三”。④ 徐善心等议定三不祧庙，宗庙为七庙时始有此建置，五庙并无之。不妨假设道武帝所立
太庙，或待递次增加为七庙时，始祖、太祖、高祖成为三不祧庙。若按此说，道武帝时太庙为
四庙，至其孙太武帝时，太庙神主应为神元、平文、昭成、献明、道武、明元六庙，但据 《南
齐书·索虏传》所载，太武帝时期太庙为五庙，⑤ 则六庙之中必有一庙已迁毁，与此假说不合，
故始祖、太祖、高祖并非均为不祧庙。
（二）始祖为不祧庙说。以始祖神元为不毁庙，相关论据主要有二：（１）始祖神元在亲庙之外，
有比附后稷之嫌。《魏书·序纪》载力微为天女之子，“力微皇帝无舅家”，⑥ 隋人魏澹称 “力微天
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⑦ 力微因感神灵而生，与周之后稷略类，故道武帝追
尊神元为始祖，当与此相关。（２）始祖神元配祀南郊。《礼记·丧服小记》郑玄注：“始祖感天神灵而
生，祭天则以祖配之。”⑧ 故天兴二年正月，道武帝南郊祭天，“以始祖神元皇帝配”。⑨ 始祖神元
配祀南郊，至孝文帝时犹然。孝文帝太和十年十月，“有司议依故事，配始祖于南郊”。瑏瑠 有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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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仲载记》、《姚苌载记》，第２９６１、２９７３页。
《太平御览》卷１２５ 《偏霸部九》引崔鸿 《十六国春秋·后凉录》，第６０４页；《晋书》卷１２２ 《吕光载
记》，第３０６４页。
《旧唐书》卷２５ 《礼仪志五》载张齐贤奏议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９４６页；《唐会要》卷１２
《庙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３９页。案：今本 《白虎通》无之，清人陈立 《白虎
通疏证》所辑此条始字下，脱 “祖”字。（陈立：《白虎通疏证》卷１２ 《阙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年，第５７０页）
《隋书》卷７ 《礼仪志二》，第１３９页。
《南齐书》卷５７ 《索虏传》，第９８４页。
《魏书》卷１ 《序纪》，第３页。
《隋书》卷５８ 《魏澹传》，第１４１８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３２ 《丧服小记》，第５９２页。
《魏书》卷２ 《太祖纪》，第３４页；《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３４页。
《魏书》卷７ 《高祖纪下》，第１６１页。
者，可以认为道武帝所立四庙，不祧庙非始祖莫属，故学者多持此说。①
始祖神元虽在郊庙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太祖平文在太庙中的地位，也值得注意：
（一）太祖平文为受命帝。平文在晋愍帝为刘曜所害后，谓大臣曰： “今中原无主，天其资
我乎？”以承继西晋自居。②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八月中书监高闾议云： “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
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③ 秘
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云：“晋室之沦，平文始大，庙号太祖，抑亦有由。”④ 据此，平文帝
因承西晋而起，以受命而追尊为太祖，此与神元因感灵而生，追尊为始祖不同。
（二）毁庙之主及禘祫均与太祖庙相关。太祖平文在太庙中并非虚设，其地位并不亚于始
祖。太和十三年正月，议及禘祫之事。孝文帝以为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数尽则
毁，藏主于太祖之庙，三年而祫祭之”，⑤ 并从王肃禘祫说，以禘祫为毁庙之主及群庙之主皆合
祭于太祖。⑥ 若据此说，北魏毁庙之主藏于太祖庙，禘祫时合祭群庙之主于太祖。
（三）太和十五年孝文帝议定太祖庙号，更以道武帝为太祖， 《魏书·孙惠蔚传》载孝文帝
虽改以道武为太祖，而 “祖宗虽定，然昭穆未改”。⑦ 据此推知，前此昭穆制度准以太祖平文而
定，而非始祖神元。若始祖为不祧之祖，则孝文帝所改易庙号当为始祖，而非太祖。
始祖、太祖在郊庙中的地位已如前论，但始祖神元配祀南郊并非不祧庙的确证。西魏文帝
之时，始祖神元神主已迁毁，仍配享南郊。《北史》载西魏文帝大统二年 （５３６） “春正月辛亥，
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可谓明证。而 《北史》又载大统二年 “冬十一月，追改始祖神元皇
帝为太祖，道武皇帝为烈祖”，⑧ 西魏文帝追改始祖神元庙号为太祖，无疑证实始祖并非不毁庙。
始祖神元既非不毁庙，则以始祖神元、太祖平文同为不祧庙说，亦不足以成立。故无论始祖、
太祖、高祖为不祧庙说，抑或始祖为不祧庙说，以及始祖神元、太祖平文同为不祧庙说，均与
北魏太庙制度不合，而太祖平文应为不祧庙。
《孔子家语·庙制》云：“应为太祖者，则其庙不毁，不及太祖，虽在禘郊，其庙则毁矣。”⑨
据 《孔子家语》此说，无疑可以解释始祖、太祖在北魏太庙中同时并存的现象，即始祖、太祖
在北魏郊庙祭祀中职能分立：始祖神元因感灵而生，并非不毁庙，无论迁毁与否，均配祀南郊；
太祖平文为受命帝，在太庙中为不祧之祖。
始祖、太祖在郊庙祭祀中职能的分立格局，并非子无虚有之事。《仪礼·丧服》齐衰期章郑
玄注云：“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灵而生，若稷、契也。”瑏瑠 学人进而指出在郑玄礼学体
系中，“始祖因出自感生帝而得名，属于郊祀范畴；太祖则在宗庙中居百世不祧之尊，属于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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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述论》，《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２８—２９页。
《魏书》卷１ 《序纪》，第９页；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１３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８页注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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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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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禘祫说，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３３《春官·大宗伯》，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４２页。
《魏书》卷８４ 《儒林传·孙惠蔚传》，第１８５２—１８５３页。
《北史》卷５ 《魏本纪·西魏文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７６页。
《孔子家语》卷８ 《庙制》，明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本，第４页ａ。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３０ 《丧服》，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８页。
范畴，两者名称虽然接近，但在内容上却迥然不同”。① 所异者在于始祖、太祖在郑玄礼说中均
代指后稷，始祖、太祖合为一人，始祖、太祖职能分离问题不易分辨。而前此曹魏魏明帝时期，
后此北周时期，均有分置始祖、太祖现象。
魏明帝景初元年 （２３７）五月，宗庙建置改为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以魏武帝为太祖，② 而
后在洛阳城南委粟山 （即今禹宿谷堆）营建圜丘，魏明帝诏以 “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
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③ 魏明帝在七庙
之外，别立始祖帝舜，以配祀圜丘，始祖帝舜与太祖武皇帝，职能各异，魏明帝此举源出高堂
隆奏议，④ 或当本于郑玄学说。此外，北周孝闵帝立太祖 （宇文泰）三亲庙，又立始祖献侯莫
那，配祀南郊感生帝。⑤ 魏明帝时期始祖帝舜、北周始祖献侯莫那均不在宗庙神主之中，仅在祭
圜丘或南郊时配祀。与曹魏、北周郊庙建置不同，道武帝以始祖神元、太祖平文同时置于太庙。
道武帝以始祖神元配祀南郊，本于郑玄学说。《礼记·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郑玄注：
“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⑥ 按照郑玄之说，后稷因感灵而生，故配祀南郊感
生帝。魏明帝景初改制，或谓本诸郑玄学说，而从始祖配祀制度言之，曹魏以始祖帝舜配祀圜
丘，并非郑玄之旨，而北魏以始祖神元配祀南郊更近于郑玄学说。
综合上文言之，道武帝以始祖、太祖同立太庙之中，并非遵循魏晋以来旧制，具有缘饰经
典及郑玄学说的明显迹象。道武帝追尊庙号糅合 《白虎通》、 《礼记·丧服小记》郑玄注，但在
太庙建置上与郑玄说不合。道武帝所立太庙的特殊性在于太祖平文在太庙中为不迁之祖，因太
祖未升，故虚太祖之位而立四庙，又以神元因感灵而生，故而追尊为始祖，配祀南郊，从而呈
现出太祖、始祖职能分立的局面。
二、太祖平文出居正位与 “天子七庙”的形成
道武帝开国之初，在太庙建置上即已开启仿效中原王朝宗庙制度的先河，但在北魏前期多
重先祖祭祀之中，太庙祭祀处于从属地位，东庙祭祀居于主导地位。《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二
年 （即道武帝天兴元年）载：“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⑦ 据此文，则北魏至少在道武帝时
已有东庙祭祀。但 《资治通鉴》此处不免误会 《魏书·乐志》之意，《魏书·乐志》载：“又旧
礼……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⑧ 并未明确言东庙祭祀为道武帝时 “旧礼”。征诸史
籍，北魏东庙之祀始创于明元帝时期。
明元帝在白登山所立昭成、献明、道武帝庙，⑨ 即 《魏书》中习见的 “东庙”，胡三省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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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喆：《中古庙制 “始祖”问题再探》，《文史》２０１５年第３辑，第１２１页。
《三国志》卷３ 《魏书·明帝纪》，第１０９页。
《三国志》卷３ 《魏书·明帝纪》裴注引王沈 《魏书》，第１１０页。
《三国志》卷１４ 《魏书·蒋济传》，第４５４页；又见同卷裴注 （第４５５—４５６页）。
《隋书》卷６ 《礼仪志一》，第１１６页；《隋书》卷７ 《礼仪志二》，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４６ 《祭法》，第７９６页。
《资治通鉴》卷１１０晋安帝隆安二年，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３８、３５３９页。
《魏书》卷１０９ 《乐志》，第２８２７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３６—２７３７页。案：《魏书·礼志》载其时日在 “后二年”，即神瑞元年
（４１４），而 《魏书·太宗纪》（案：《魏书》此卷原阙，后人以魏澹 《魏书》补之）则载 “立太祖庙于白
登之西”，其年月在神瑞二年二月。（第５５页）今从 《魏书·太宗纪》说。（《北史》卷１ 《魏本纪·太
宗明元帝》，第２９页）
治通鉴注》释云 “白登在平城东，故曰东庙”，① 颇为允惬。自明元帝以后，东庙由皇帝亲祀，
《魏书》载明元帝泰常四年 “夏四月庚辰，车驾有事于东庙”，② 又载 “明年 （案：泰常四年）八
月，帝尝于白登庙”。③ 而太庙祭祀，皇帝多不亲祀，由有司摄事。④ 明元帝所创东庙祭祀在此
后演化为北魏旧制，并在先祖祭祀中位居主导地位。东庙祭祀或当脱胎于拓跋鲜卑祭 “先大人
有健名者”旧俗，而北魏前期以鲜卑传统为本位，故东庙祭祀在先祖祭祀中居于首位。北魏太
庙祭祀虽处于从属地位，但并未废止。北魏先祖祭祀在明元帝以后呈现出东庙与太庙的双轨系
统，其影响颇为深远。
道武帝以太祖平文为不迁祖，因太祖未升，故虚太祖之位而立四庙。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
孝文帝改易庙号后，始迁毁平文，可知此前太祖平文已出居正位。而北魏太庙至迟在孝文帝时
期已为七庙。故太祖平文出居正位的历程与北魏庙制的演变相终始，北魏庙制的演变直接关系
到太祖升迁的时间问题。而北魏七庙制的确立时代， 《魏书》所载颇有分歧，或记在道武帝时
期，如 《魏书·乐志》载天兴元年冬，尚书吏部郎邓渊所定宗庙饗乐，有 “皇帝行礼七庙”之
说。⑤ 或载在太武帝时期，如 《魏书·礼志一》载太和十八年六月相州刺史高闾奏议，称太武帝
在邺城祭密皇太后庙，“岁时祭祀……与七庙同仪。”⑥ 然而此两者所言 “七庙”之制，均与 《南
齐书·索虏传》所载太武帝时期 “凡五庙，一世一间”不合。⑦ 而既为皇帝亲祀，或当指代云
中、盛乐七帝之祀。⑧
依据 《魏书》相关记载，在献文帝时期已为七庙。皇兴五年 （４７１），献文帝 “欲禅位于叔
父京兆王子推”，⑨ 任城王云奏言：“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辄改神器，上乖七庙之灵，下长
奸乱之道，此是祸福所由，愿深思慎之。”瑏瑠 据其中 “上乖七庙之灵”，可知献文帝时期七庙格局
已经形成。瑏瑡 而 《魏书·高祖本纪上》载太和元年正月孝文帝诏令已言 “岂朕冲昧所能致哉？实
赖神祇七庙降福之助”，瑏瑢 孝文帝时期太庙为七庙，不过上承献文帝旧制，此为献文帝时期太庙已为
七庙的旁证。自道武帝开国，以皇位世袭取代 “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之后，瑏瑣 北魏皇位继承
制度渐次确立父死子继之制，作为北魏皇统谱系象征的太庙神主，也呈现出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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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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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资治通鉴》卷１１８晋恭帝元熙元年胡三省注，第３７８９页；又见 《资治通鉴》卷１２６宋文帝元嘉二十
九年胡三省注，第４０４６页。
《魏书》卷３ 《太宗纪》，第５９页；又见 《魏书》卷１０５ 《天象志三》，第２３９８页。《魏书》此卷系后人
据唐人张太素 《魏书天文志》所补。（《北史》卷１ 《魏本纪·太宗明元帝》，第３２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３７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０页；《资治通鉴》卷１１０晋安帝隆安二年，第３５３８—３５３９页。
《魏书》卷１０９ 《乐志》，第２８２７页；参见 《通典》卷１４２ 《乐二·历代沿革下》，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年，第３６１２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５１页。
《南齐书》卷５７ 《索虏传》，第９８４页。
蒙匿名评审专家赐教，书此致谢！
《魏书》卷６ 《显祖纪》，第１３１页。
《魏书》卷１９中 《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传》，第４６１页。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０日，笔者赴日本国学院大学拜会金子修一，金子修一示知 《魏书》此处所言，也有可
能是据古典中所载 “七庙”之说，并非实指。限于史料阙如，而从北魏太庙神主递增情形言之，实指
说有较大可能性。
《魏书》卷７ 《高祖纪上》，第１４３页。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页。
（一）五庙制的确立
在平息清河王拓跋绍动乱之后，永兴二年 （４１０）六月明元帝上道武帝庙号烈祖，① 而明元
帝迁祔道武帝神主，太庙神主作何更改， 《魏书》失载。 《魏书·礼志》载明元帝 “明年 （案：
永兴四年）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又立太祖别庙于宫中”，② 神瑞二年二月 “于白登西，太祖旧
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③ “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祖庙。”④ 据此迹象，
明元帝在白登山等处，往往别立烈祖庙，⑤ 不妨推论道武帝神主奉入太庙，很可能也是在太庙中
另立烈祖庙。北魏太庙由此突破道武帝时期虚太祖庙之制，形成五庙。兹列明元帝时期太庙神
主如下：
始祖 （神元帝） 太祖 （平文帝） 高祖 （昭成帝） 献明帝 烈祖 （道武帝）
太武帝在泰常八年十二月，上明元帝谥号，庙号太宗。⑥ 史籍虽无明文记载太宗明元帝神主
迁祔太庙时日，而 《南齐书·索虏传》载太武帝时期为五庙，则明元帝神主迁入太庙，势必涉
及毁庙问题。若依据递次迁毁原则，则应迁毁始祖神元神主，但献明帝未登大位，很有可能先
行迁毁。若献明皇帝神主未迁毁，至孝文帝时期当仍在太庙之中，但目前史料显示，孝文帝时
期已无献明皇帝神主。此后孝文帝先行迁毁未登大位的恭宗神主，同样可以说明此问题。⑦ （详
见下文）不妨列太武帝时期太庙神主如次：
始祖 （神元帝） 太祖 （平文帝） 高祖 （昭成帝） 烈祖 （道武帝） 太宗 （明元帝）
北魏太庙位置在明元帝末期略有改变，太庙初在宫城之外，至明元帝泰常七年九月，
筑郭城，“周回三十二里”，⑧ 此后太庙又位于郭城之内，从而确立北魏平城时期太庙位置的基本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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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道武帝谥号初为宣武，至明元帝泰常五年，改谥作道武。（《魏书》卷２ 《太祖纪》，第４４页）为便
于表述，本文均作道武。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３６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３６—２７３７页。
《册府元龟》卷２９ 《帝王部·奉先二》，第３１６页。案：《魏书·礼志一》作 “各立太庙”（第２７３７页），
“太庙”二字不可解，疑脱 “祖”字。
另，《水经注》载北魏燕州居庸县东北三十里牧牛山上有道武皇帝庙。（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
《水经注疏》卷１３ 《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８６页）道武庙所立时日未详，疑
或当在明元帝时期。田余庆先生以为牧牛山上道武帝庙的修建， “必与此数年 （案：登国二、三、四
年）中道武帝东幸赤城事有关系”。（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
２８页，第５９页注２）
《魏书》卷３ 《太宗纪》，第６２页。
另有一例，不妨作为旁证。如唐中宗神龙元年 （７０５）以皇兄义宗孝敬皇帝神主迁祔太庙，而孝敬 “未
登大位”，故在此后唐中宗神主升祔太庙时，先行迁毁。（《旧唐书》卷２５ 《礼仪志五》，第９４９—９５０
页；《旧唐书》卷８６ 《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第２８３０页）
《魏书》卷３ 《太宗纪》，第６４页。
（二）六庙制的建立
太武帝末年，任用宦官，从而酿成北魏有史以来的宦官之祸。① 据 《魏书·世祖纪下》及
《魏书·阉官传·宗爱传》，知宦官宗爱弑太武帝，时在太武帝正平二年 （４５２）三月，则南安王
余称帝当在此后。② 《册府元龟·帝王部·奉先二》王钦若等案语云：“是年 （案：正平二年）二
月 （案：当作三月），南安王僭立，上太武尊谥，庙号世宗”。③ 《册府元龟》总编纂官王钦若此
案语，未详所出，颇足珍贵。据此可知太武帝谥号及庙号均为南安王余所上，且太武帝庙号初
为世宗。
南安王余虽一度称帝，后又为宗爱所弑，但其政权的合法性，并不为此后文成帝所承认，
故以王礼葬南安王，追谥曰隐，④ 而非天子礼。文成帝在兴安元年 （４５２）十月为殿中尚书源贺、
南部尚书陆丽、羽林郎中刘尼等拥立称帝后，“追尊皇考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皇妣
闾氏为恭皇后”，⑤ 景穆太子拓跋晃卒于太武帝正平元年六月，并未称帝，⑥ 文成帝追尊景穆太
子为帝，在皇统上显然以景穆太子为宗。
南安王余虽上太武帝庙号世宗，但太武帝神主并未升祔太庙。景穆太子虽未称帝，文成帝
亦奉其神主入太庙。文成帝太安元年 （４５５）正月，治礼郎郦范 “奉迁世宗、恭宗神主于太
庙”，⑦ 北魏太庙神主显现出北魏皇统以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为次的传承谱系。北魏太庙原
为五庙。而以世宗太武帝、恭宗景穆帝神主同时迎入太庙，太庙神主作何变动，值得推敲。
宗庙神主递次迁毁，此为宗庙神主迁毁的一般原则。而文成帝同时迁祔两庙神主，具有三
种可能性：（１）打破仅毁一庙神主的旧例，迁入及迁毁神主均为两庙；（２）在太庙中另建两庙，
以满足实际需要；（３）迁毁一庙神主，另增一庙。而从相关记载言之，文成帝时期太庙格局与
第三种可能性较为接近。《北史·魏诸宗室传·辽西公意烈》附 《库汗传》载：“文成起景穆庙，
赐爵阳丰侯。”⑧ 所谓 “起景穆庙”，或可解释为在白登山营建景穆庙，而非在太庙，但孝文帝太
和十六年十月诏令言及白登庙 （东庙）“太祖有三层之宇，已降无方丈之室”，且 《魏书》又载
“自太宗诸帝，昔无殿宇”。⑨ 可知东庙自太宗明元以下，并未立庙，故 “起景穆庙”应在太庙。
始祖神元在太和十五年之前已属 “远祖”之列，则在此前其神主必已迁毁。瑏瑠 依据亲尽迁毁原
则，世宗太武帝神主迁入太庙，始祖神元神主递次迁毁，而文成帝又在太庙中另立景穆庙，则
北魏太庙至文成帝时期演变为六庙，且太祖平文已出居正位。文成帝时期太庙神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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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钦仁：《北魏中常侍稿———兼论宗爱事件》，《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篇》，台北：稻禾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１７６—１７８页。
《魏书》卷４ 《世祖纪下》，第１０６页；《魏书》卷９４ 《阉官传·宗爱传》，第２０１２页。
《册府元龟》卷２９ 《帝王部·奉先二》，第３１６页。
《北史》卷１６ 《魏诸宗室传·太武五王传》，第６２２页。今本 《魏书》原阙此卷，后人以 《北史》补之，
亦载此事。参见 《魏书》卷１８ 《太武五王传·南安王余传》，第４３５页。
《册府元龟》卷２９ 《帝王部·奉先二》，第３１６页。
《魏书》卷４ 《世祖纪下》，第１０９页。
《册府元龟》卷２９ 《帝王部·奉先二》，第３１６页；《魏书》卷４２ 《郦范传》，第９４９页。
《北史》卷１５ 《魏诸宗室传·辽西公意烈》，第５７９页。《魏书》此卷原阙，今本 《魏书》卷１５ 《昭成子
孙传》作 “高宗起恭宗庙，赐爵阳丰侯”（第３８４页），称庙号而非谥号。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５０、２７５１页。
楼劲：《〈元和姓纂〉所在拓跋昭成帝及其子孙史事释证》，《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９７页注６。
太祖 （平文帝） 高祖 （昭成帝） 烈祖 （道武帝） 太宗 （明元帝） 世宗 （太武帝） 恭宗 （景穆帝）
（三）七庙制的成立
文成帝和平六年 （４６５）五月，献文帝即皇帝位，六月，上文成帝尊谥，庙号高宗，① 天安
元年 （４６６）三月，奉高宗神主祔入太庙。② 若依据宗庙神主迁毁原则，高宗文成神主迁入太庙，
高祖昭成神主亲尽迁毁。而 《北史·魏诸宗室传·辽西公意烈》附 《库汗传》载 “献文即位，
复造文成庙，拜殿中给事”，③ 据其中 “复造文成庙”，则献文帝天安元年太庙神主的迁祔，并未
迁毁高祖昭成神主，而是另立文成庙，故北魏太庙至此确立 “天子七庙”格局，此与上文讨论
献文帝时期太庙为七庙相契合，或非偶然。姑列献文帝时期太庙神主如下：
太祖 （平文帝）高祖 （昭成帝）烈祖 （道武帝）太宗 （明元帝）世宗 （太武帝）恭宗 （景穆帝）高宗 （文成帝）
道武帝之后，北魏皇位继承基本以父死子继为原则，皇帝神主递次升祔太庙，太庙神主也
成为皇位合法性的象征。在太庙神主迁祔过程中，为彰显皇统传承的合法性，消弭南安王僭位
的负面影响，文成帝不惜突破北魏太庙五室旧格局，同时以太武帝、景穆帝神主迁入太庙。至
献文帝在太庙中更另立文成帝庙，促成 “天子七庙”之制在北魏最终建立。自道武帝天兴元年
始立四庙，至献文帝天安元年别立文成帝庙，历时６８年。始祖神元初在太庙中居首，至文成帝
时始祖神元神主迁毁，太祖平文神主出居正位，北魏太庙形成太祖六亲庙格局。
三、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的形成与北魏太庙制度的确立
明元帝确立北魏先祖祭祀以东庙祭祀为主，辅以太庙祭祀，至孝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亲
祀太庙，④ 从而突破以往太庙祭祀由有司摄事的旧制。至太和十六年十月，孝文帝又改东庙所祀
献明帝、道武帝为有司摄事，皇帝不复亲祀，明元帝以下诸帝因无殿宇，停止祭祀。⑤ 孝文帝改
革先祖祭祀制度，促成太庙祭祀的地位得以彰显，东庙祭祀趋向式微。
在经学视野下，庙制说有郑玄、王肃的分化。《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
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⑥ 而王肃庙制说则
为 “周本七庙，内含二祧，文、武别立庙，在七庙之外”。⑦ 学者以为南北朝礼仪制度在遵用学
说上，有王肃、郑玄之分。⑧ 郑玄七庙说以二祧不在昭穆序列之中，天子七庙格局为太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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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５ 《高宗纪》，第１２３页；《册府元龟》卷２９ 《帝王部·奉先二》，第３１６页。
《魏书》卷６ 《显祖纪》，第１２６页；《册府元龟》卷２９ 《帝王部·奉先二》，第３１７页。
《北史》卷１５ 《魏诸宗室传·辽西公意烈》，第５７９页。《魏书》卷１５ 《昭成子孙传》“献文”、“文成”
作庙号 “显祖”、“高宗”。（第３８４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０页。《资治通鉴》所载时间与 《魏书》同，参见 《资治通鉴》卷１３５
齐高帝建元四年，第４３２４页。案： 《通典》卷４９ 《时享》所载时间与 《魏书》同 （第１３７０页），而
《通典》卷４７ 《天子宗庙》载其时间作太和三年六月 （第１３０８页），今仍以 《魏书》为是。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５１页；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１８８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１２ 《王制》，第２４１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３２ 《春官·叙官》，第１２５９页。
Ｈｏｗａｒｄ　Ｊ．Ｗｅｃｈｓｌｅｒ，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Ｊ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ｉｌｋ：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
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４６．
祧四亲庙；而在王肃庙制说中，文王、武王在七庙之外，二祧在三昭三穆序列之中，王肃
七庙说可以视作太祖六亲庙格局，两晋南朝庙制格局基本遵用此模式。① 北魏太庙渐次演变为太
祖六亲庙格局，更接近于两晋南朝宗庙建置。但自孝文帝以后，北魏太庙制度呈现出全遵郑玄
礼说构建的趋势。
（一）孝文帝时期的太庙改制
１．四祖三宗的确立
《册府元龟》载孝文帝承明元年 （４７６）六月，上献文帝谥号，庙号 “显宗”。② 献文神主升
祔之后，北魏太庙神主作何，目前主要有康乐、梁满仓之说。③ 康乐、梁满仓均以太庙无高祖昭
成神主，康乐以始祖神元为不迁之祖，故太庙神主中仍有之，梁满仓则以太庙中无始祖神元，有恭
宗景穆。但上文已辨，始祖神元并非不祧之祖，故康说未必允当，而恭宗神主亦不在太庙之中。
恭宗景穆与献明帝相同，均未称王 （或称帝），其神主虽一度奉入太庙，但在孝文帝时期并
不在北魏帝系之列。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十月诏云：“朕仰惟太祖 （案：指道武帝）龙飞九五，初
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历，皆四方未一，群雄竞起，故锐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显
祖亦心存武烈，因循无改。”④ 并未言及恭宗景穆。
何以知恭宗神主未在太庙之中？太和十五年七月，孝文帝追尊道武帝为太祖 （详见下文），
《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七年四月 “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⑤ 则四庙指道武帝以下四庙，即太
宗明元、世祖太武、高宗文成、显祖献文，若恭宗神主在太庙之中， 《魏书》应言 “五庙”，而
非四庙，此为恭宗神主已迁毁之确证。而高祖昭成在太庙之中，太和十五年孝文帝诏令言及
“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⑥ 可为明证。此外，至孝明帝时期太宗神主始迁
毁，又可佐证孝文帝时期太庙中有昭成神主。⑦ 若恭宗神主在太庙之中，昭成神主至少在宣武帝
时期已迁毁，而非在孝明帝时期。由此种种迹象推知，献文神主迁入太庙，恭宗景穆因未登大
位，故其神主先行迁毁。
献文神主迁祔太庙之后，又涉及太武帝、献文帝庙号的加隆问题。太武帝庙号初为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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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所立六庙，“其礼则据王肃说也”。（《宋书》卷１０ 《礼志三》，第４４７页；《晋书》卷１９ 《礼志上》，
第６０３页）东晋贺循亦称：“今七庙之义，出于王氏。”（《晋书》卷６８ 《贺循传》，第１８２９页）均可明之。
《册府元龟》卷２９ 《帝王部·奉先二》，第３１７页。《魏书》卷６ 《显祖纪》作 “显祖”（第１３２页），今
不据之。（王铭：《北魏太武帝庙号升格问题考议》，《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９４—９５页）
康乐主张七庙为始祖 （神元帝）、太祖 （平文帝）、烈祖 （道武帝）、太宗 （明元帝）、世祖 （太武帝）、
高宗 （文成帝）、显祖 （献文帝）。（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２４９页）梁满
仓以为太祖平文之前神主已迁毁，高祖文成不在七庙之中，七庙指太祖 （平文帝）、烈祖 （道武帝）、
太宗 （明元帝）、世祖 （太武帝）、恭宗 （景穆帝）、高宗 （文成帝）、显祖 （献文帝）。（梁满仓：《魏晋
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３２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三》，第２７８３页。
《魏书》卷７ 《高祖纪下》，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７页。
孝明帝熙平二年 （５１７）三月太常少卿元端上言 “太宗明元皇帝之庙既毁”（《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二》，
第２７６２页），若太和十五年之前太庙有高祖昭成神主，至太和十五年七月迁毁平文神主，则昭成神主
居首，依据递次迁毁原则，至孝明帝时太宗明元神主迁毁，与此说合。又，唐人林宝 《元和姓纂》所
记洛阳元氏，首叙昭成帝子孙，次述景穆帝子孙，平文帝子孙列于其末，凸显出 “昭成帝在洛阳元氏
发展史上的地位”（楼劲：《〈元和姓纂〉所在拓跋昭成帝及其子孙史事释证》，《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７年
第６期，第９７页），从另一侧面表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昭成神主居于正位。
献文帝庙号初为显宗，而后加隆为世祖、显祖。太武、献文庙号由宗到祖的升格年代， 《魏书》
未载之，学人疑其时间在太和十五年四月之后，① 似非的论，而太武、献文庙号的追尊，正与
《魏书》所载 “四祖三宗”说契合。
《魏书·礼志三》载太和十四年十月安定王休云：“自皇代革命，多历年祀，四祖三宗，相继纂业。”②
南部尚书李冲亦云：“伏惟远祖 （案：指太祖平文帝）重光世袭，至有大讳之日，唯侍送梓宫者
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见，唯先帝 （案：指献文帝）
升遐，臣受任长安，不在侍送之列，窃闻所传，无异前式。”③ 安定王休所称 “皇代革命”与李
冲所谓 “远祖重光世袭”，所指同事，均指平文帝之功业。而平文帝以下，有 “四祖三宗”之
称，四祖即高祖 （昭成帝）、烈祖 （道武帝）、世祖 （太武帝）、显祖 （献文帝），三宗即太宗
（明元帝）、恭宗 （景穆帝）、高宗 （文成帝）。
据此推知，太武帝、献文帝庙号加隆问题，当在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十月之前已经完成。
而太武帝庙号由宗升格为祖，在献文帝时期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而 “四祖三宗”的出现，
逐渐取代道武帝以前太庙神主的地位，所谓 “四祖三宗，功德最重”，④ “伏惟皇魏四祖三
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⑤ 太武、献文庙号由宗加隆为祖，很有可能与促成 “四祖三宗”的
局面产生相关。为便于表述起见，暂以太武帝、献文帝庙号追尊在孝文帝太和十四年之前同一
时间内进行。
依据上文对毁庙问题及 “四祖三宗”形成时间的讨论，姑列 “四祖三宗”未形成之前太庙
神主如下：
太祖 （平文帝）高祖 （昭成帝）烈祖 （道武帝）太宗 （明元帝）世宗 （太武帝）高宗 （文成帝）显宗 （献文帝）
至迟在太和十四年十月，世宗、显宗庙号已加隆为世祖、显祖，兹列太庙神主如次：
太祖 （平文帝）高祖 （昭成帝）烈祖 （道武帝）太宗 （明元帝）世祖 （太武帝）高宗 （文成帝）显祖 （献文帝）
２．初议禘祫与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的形成
在孝文帝之前，太庙祭祀在先祖祭祀中位于从属地位，太庙制度不尽完善，且未引入禘祫
制度，至孝文帝始议定禘祫。郑玄、王肃禘祫说，略有分歧，而在郑玄、王肃礼说的择从上，
孝文帝并未全主郑玄说。
太和十三年孝文帝议禘祫，尚书游明根、著作郎崔光等从郑玄说，郑玄以为 “禘小祫
大，禘分祫合”，⑥ 中书监高闾、仪曹令李韶等则从王肃说，王肃以为禘祫为一， “禘祫殷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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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北魏太武帝庙号升格问题考议》，《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９４—９５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三》，第２７７９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三》，第２７８０页。李冲时任南部尚书，参见 《魏书》卷５３ 《李冲传》，第１１８０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二》，第２７６３页。
《魏书》卷１０９ 《乐志》，第２８３１页。
郑玄禘祫说，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３３ 《春官·大宗伯》，第１３３９—１３４０页。案：《魏书·礼志》
所载孝文帝诏令又引郑玄说 “禘则增及百官配食者”（《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１页），今所见
郑玄禘祫说未有此文，或别有所据。
群主皆合”，① 孝文帝从王肃禘祫为一说。② 太和十五年八月，孝文帝 “亲定禘祫之礼”，③ 所定
禘祫应以王肃学说为准。在王肃禘祫说中，群主合食太祖庙，若按此说行禘祫礼，太祖平文在
太庙中地位得以凸显，但太和十五年孝文帝改易庙号，中断了太祖平文在太庙中地位不断上升
的进程。
孝文帝太和十五年七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孝文帝改易庙号诏云：
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
驳不同，难以取准。今将述遵先志，具详礼典，宜制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
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
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尊道武为太祖， （世
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平文既迁，庙唯有六，始今七庙，一则无主。④
孝文帝何故更尊道武帝为太祖，学人从孝文帝 “中原正朔心态”予以分析，⑤ 可备一说。
而从太庙庙号改易言之，清人皮锡瑞以为：“后世开国之祖皆无稷、契之功，不得为太祖，
惟开国之君功大，当为太祖，百世不祧。”⑥ 道武帝开国之初，追尊受命之祖平文为太祖，而
在此后，平文的功业，已不及开国之君道武帝 “开诞龙功”，⑦ 故孝文帝追尊道武帝为太祖。孝
文帝又以世祖、显祖为二祧，北魏太庙至此形成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此与郑玄所论庙制说极
其契合。
孝文帝改易庙号之后，“平文既迁，庙唯有六，始今七庙，一则无主”，可知平文神主迁毁
在改易庙号之后。⑧ 而长乐王穆亮奏云：“七庙之祀，备行日久，久宜阙一，虚有所待”，⑨ 即追
尊道武帝为太祖，若平文不迁，则太庙中平文、道武同为太祖，故而迁毁平文神主，确立太祖
道武在太庙中的独尊地位。瑏瑠 孝文帝迁毁平文神主，北魏太庙由此出现一庙无主现象。在穆亮奏
议之后，孝文帝虽诏云：“比有间隙，当为文相示。”瑏瑡 但平文神主仍未迁回太庙。瑏瑢 太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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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通典》卷４９ 《禘祫上》，第１３８１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１—２７４３页。
《魏书》卷７ 《高祖纪下》，第１６８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７—２７４８页。《魏书·礼志》原载此诏令在太和十五年四月，今据王铭所
考。参见王铭：《〈魏书〉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改易庙号诏考订》，《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９８页。
王铭：《“正统”与 “政统”：拓跋魏 “太祖”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１年第２
期，第３０４—３０５页。
皮锡瑞：《师伏堂笔记》卷２，１９３０年长沙杨树达积微居刻本，第１３页ｂ。
许敬宗编：《文馆词林》卷６６５ 《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赦诏》，罗国威校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
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２７５页；参见许敬宗编： 《文馆词林》，东京：古典研究会，１９６９
年影印弘仁十四年抄本，第２８３页。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５４６页；楼劲：《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
第２期，第１６９页注２。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８页。
案：平文神主虽然迁毁，但其庙号未废，故北魏后期墓志中仍称平文为太祖，不过沿袭旧称，学人疑
此有僭越之嫌 （王铭：《“正统”与 “政统”：拓跋魏 “太祖”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中华文史论
丛》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３１０页），似非的论。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８页。
案：梁满仓以为 “孝文帝预先把自己的神位放入宗庙” （梁满仓： 《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
《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３３页），并非的论。另，孝武帝永熙二年，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
莹奏议，言及 “恭宗、显祖诞隆丕基”（《魏书》卷１０９ 《乐志》，第２８３７页），则恭宗又列入帝系。而
恭宗神主在孝文帝之后是否迁回太庙，限于史料缺乏，附此存疑。
十月太庙成，十一月 “迁七庙神主于新庙”。① 若据此说，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至宣武帝景明二年
（５０１）间僧晕在定州 （今河北定州市）所立七帝寺，② 七帝应指北魏昭成、道武、明元、太武、
文成、献文、孝文诸帝。兹列太和十五年之后太庙神主如下：
高祖 （昭成帝）太祖 （道武帝）太宗 （明元帝）世祖 （太武帝）高宗 （文成帝）显祖 （献文帝）
道武帝开国之初，从郑玄郊庙说，立始祖神元配祀南郊。而在郑玄礼说中，始祖、太祖为
一，均指后稷，道武帝则分始祖、太祖为二，至孝文帝依从郑玄庙制说，立太祖二祧四亲庙，
并以太祖道武配祀南郊，《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六年正月 “始以太祖配南郊”，③ 取代始祖神
元的地位，从而开始确立太祖道武在郊庙中地位的统一。此后，郊祀制度又有改易，又改以太
祖道武配祀圆丘，而非南郊，④ 太祖道武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抬升。
禘祫制度在孝文帝时期虽未推行，但时享时日经过孝文帝改定。道武帝确立时享太庙在二
至、二分及腊，此后遂成常式，至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正月诏云：“自顷蒸尝之礼，颇违旧义。今
将仰遵远式，以此孟月，犆礿于太庙。”⑤ 北魏时享太庙至此改在四孟月及腊进行。
北魏太庙在献文帝时期形成七庙，而太祖六亲庙格局更近于王肃学说，至孝文帝践祚，先
追尊世宗太武、显宗献文为世祖、显祖，平文以下庙号形成 “四祖三宗”格局，至太和十五年
七月，迁毁太祖平文神主，追尊道武为太祖，又依据郑玄庙制说，立世祖太武、显祖献文为二
祧，从而确立太祖道武、世祖太武、显祖献文为三不毁庙。故北魏太庙格局在孝文帝时期呈现
出由近于王肃庙制说到依用郑玄庙制说的转变。
（二）宣武、孝明帝时期再议昭穆与重定禘祫
孝文帝时期太庙制度的构建，在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之前即已完成，至太和十八年十月，“亲
告太庙，奉迁神主”，⑥ 但太庙神主神迁洛阳之后，太庙制度因仍迁都前旧貌，禘祫仍未推行。
孝文帝在魏晋城址基础上重建洛阳城，曹魏时期宗庙的确切位置，不易确知。⑦ 西晋宗庙位
于北魏洛阳城太尉府东侧，⑧ 北魏太庙位置在宗正寺之南，铜驼街东侧 （见下页图）。可知北魏
太庙并非基于西晋宗庙旧址而营建。在空间布局上，北魏太庙与社稷呈现出左祖右社的格局，
与西晋相类。⑨ 两晋南朝在宗庙制度上据王肃学说，孝文帝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亦不乏糅合王
肃禘祫说，与两晋南朝又有相类之处，但宣武帝以降，北魏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呈现出全遵郑
玄学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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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７ 《高祖纪下》，第１６８页。
有关七帝寺相关情形，参见史睿： 《金石学与粟特研究》，荣新江、张志清主编： 《从撒马尔干到
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７—３９页；冯贺军：《从
七帝寺看定州佛教》，《曲阳白石造像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８—１２８页。
《魏书》卷７ 《高祖纪下》，第１６９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二》，第２７６２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９页。
《魏书》卷７ 《高祖纪下》，第１７５页。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８页。
徐松辑：《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８４页。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第１０４页。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资料来源：王仲殊 《中国古代都城概说》，初刊 《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５期，今据 《王仲殊文集》第１卷。（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８页）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宣武帝采纳彭城王勰所上谥议，上孝文帝谥号，庙号高祖。① 孝文帝神
主迁入太庙，则昭成神主亲尽迁毁，昭成、孝文庙号虽同为高祖，但在太庙中并不同时并存。
宣武帝不避昭成庙号，在 “四祖三宗”之后，以庙号 “高祖”凸显孝文帝之功业，政治意味浓
厚。昭成神主迁毁，太祖道武出居首位。兹列宣武帝时期太庙神主如下：
太祖 （道武帝） 太宗 （明元帝）世祖 （太武帝）高宗 （文成帝）显祖 （献文帝） 高祖 （孝文帝）
孝文帝虽改易太祖，但昭穆未易，《魏书·儒林传·孙惠蔚传》载：“先是七庙以平文为太
祖，高祖议定祖宗，以道武为太祖。祖宗虽定，然昭穆未改。”② 可知太庙昭穆仍以太祖平文为
准，以此推知，道武帝以下，世祖太武、高宗文成为昭，太宗明元、显祖献文为穆。太和十六
年九月，“大序昭穆于明堂”③ 中的昭穆即此。
昭穆制度本以太祖为参照，孝文帝易太祖而不改昭穆，从而导致北魏昭穆制度的混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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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７ 《高祖纪下》，第１８５页；《魏书》卷２１下 《献文六王传·彭城王传》，第５７７页；《册府元
龟》卷２９ 《帝王部·奉先二》，第３１８页。
《魏书》卷８４ 《儒林传·孙惠蔚传》，第１８５２—１８５３页。
《魏书》卷７ 《高祖纪下》，第１７０页。
在孝文帝神主迁祔太庙之后，又有重定昭穆之议。侍中兼太常卿崔光以为 “太祖既改，昭穆以
次而易”，孙惠蔚主此说，黄门侍郎兼御使中尉邢峦以为 “太祖虽改，昭穆仍不应易”，尚书令
王肃偏袒此说，而后付诸廷议，以崔光说为是。① 故北魏昭穆制度以太祖道武为准而重作改定，
道武帝以下昭穆次第，如下表所示：
太祖 （道武帝）
（昭）太宗 （明元帝） （昭）恭宗 （景穆帝） （昭）显祖 （献文帝）
（穆）世祖 （太武帝） （穆）高宗 （文成帝） （穆）高祖 （孝文帝）
昭穆制度既经调整，禘祫制度继经改定。孝文帝在禘祫学说取舍上，主王肃禘祫为一说，
不从郑玄 “禘分祫合”说，而后所确立的太庙格局，又全依郑玄庙制说，两者不免龃龉不
合。王肃禘祫说虽在孝文帝时期太庙制度上占主导地位，而在孝文帝以后，又逐渐为郑玄
学说所取代。
宣武帝景明二年六月，秘书监孙惠蔚重议禘祫说，以禘祫应以 《礼记·王制》郑玄注、《春
秋公羊传》何休注为准。郑玄禘祫说，《礼记·王制》注所言颇为概要，郑玄注言：“天子诸侯
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后因以为常”， “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大祖，
明年春，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殷祭 （案：指禘祫），一祫一禘” （郑玄 “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说）。何休禘祫说见于 《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
毁庙之主，陈于大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 “祫犹合也，
禘犹谛也，审谛无所遗失”。何休、郑玄学说，不乏相左之处，郑玄撰 《发墨守》、 《针膏肓》、
《起废疾》即针对何休撰述而作，② 但两者在禘祫说上，则相对一致。
孙惠蔚引述郑玄、何休说，以为三年丧毕 （郑玄以为三年丧即二十七月大祥之后），应行祫
祭，次年春，应行禘祭，③ 而孝文帝崩于太和二十三年四月，至宣武帝景明二年七月，积二十七
月，故议定应在景明二年七月行祫祭，并以为祫祭之月，“宜减时祭”。宣武帝准其议，景明二年七
月行祫祭，三年春禘祭，但并未减时享，而是改在仲月。孙惠蔚据郑玄说重议禘祫制度，无疑改变
了前此庙制取郑玄说，禘祫主王肃说的现状，从而实现了郑玄学说在北魏太庙制度上的确立。
《魏书·礼志二》所载孙惠蔚议定禘祫，文辞颇为概略。孙惠蔚所言祫祭，仅言 “六室神
祏，升食太祖”，即就未毁主而言，不及毁主，禘祭时 “咸禘群庙”，又未分未毁主及毁主。而
郑玄禘祫说兼及毁主，“祫则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大祖，禘则文武以前迁于后稷之庙，文
武以后迁主，穆祭于文王之庙，昭祭于武王之庙，未迁之主各自祭于其庙”，④ 北魏太庙格局虽
与郑玄庙制说契合，而禘祫是否尽从郑玄礼说，不可尽知。但郑玄所主祫合禘分说，此则为北
魏所继承，并无疑义。
唐德宗建中二年 （７８１）工部郎中张荐奏云： “又详魏、晋、宋、齐、梁、北齐、周、隋故
事，及 《贞观》、《显庆》、《开元礼》所述，禘祫并虚东向。”⑤ 张荐历举前朝旧事，未言及北魏，
但北魏在祫祭时已经实现太祖东向。孙惠蔚奏议并非仅具空文， 《魏书·礼志二》载延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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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８４ 《儒林传·孙惠蔚传》，第１８５３页。
《后汉书》卷３５ 《郑玄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２０７—１２０８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二》，第２７６０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３３ 《春官·大宗伯》，第１３３９页。
《旧唐书》卷２６ 《礼仪志六》，第１００６页。
（５１５）三月，太常卿崔亮奏议所陈旧事，“景明二年秋七月祫于太祖，三年春禘于群庙”，① 据此
可知孙惠蔚奏议得以付诸实施。依照郑玄 《禘祫志》所载祫祭时神位，太祖主于西，东向，以
下以昭穆为序，昭位于北方南面，穆位于南方北面，② 而依孙惠蔚奏议，北魏祫祭之时，“六室
神祏，升食太祖”，则太祖在祫祭时的正位东向在汉魏以后得以首次实现，宣武帝景明二年祫祭
如下表所示：
太祖 （道武帝）
（昭）太宗 （明元帝） （昭）显祖 （献文帝）
（穆）世祖 （太武帝） （穆）高宗 （文成帝） （穆）高祖 （孝文帝）
此外，宗庙制度中又有功臣配享制度，但功臣配享是在祫祭抑或禘祭，并无定论。北魏早
期对功臣最大的褒奖是陪葬金陵，③ 功臣配享太庙制度并不完备，道武帝、文成帝分别以拓跋
虔、拓跋素 “配饗庙廷”。④ 至孝文帝太和中 “追录先朝功臣”，如太宗朝功臣有崔宏、长孙
崇，⑤ 世祖朝功臣有奚斤，⑥ 显祖朝功臣有陆丽。⑦ 太和十六年十月， “诏以功臣配饗太庙”，⑧
因孝文帝未推行禘祫，则功臣或当在时享太庙时配享。而 《公羊传》文公二年何休注：“禘所以
异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孙惠蔚在议论禘祫时引及何休此注，⑨ 孝文帝言及郑玄禘祫说，“禘则
增及百官配食者”。瑏瑠 若北魏功臣配享制度据郑玄、何休说推行，则宣武帝以后北魏功臣配享当
与禘祭有关。
北魏禘祫制度在孝明帝时又经进一步完善。延昌四年二月，孝明帝上宣武帝尊谥及庙号世
宗。瑏瑡 世宗神主奉入太庙，太宗明元帝神主亲尽迁毁，兹列孝明帝时期太庙神主如下：
太祖 （道武帝）世祖 （太武帝）高宗 （文成帝）显祖 （献文帝）高祖 （孝文帝）世宗 （宣武帝）
宣武帝景明二年七月行祫祭，景明三年春行禘祭，按照五年一殷祭的原则，则延昌四年七
月应行祫祭，故延昌四年三月时议 “秋七月应祫祭于太祖”，瑏瑢 但宣武帝崩于延昌四年正月，遇
国丧是否应行殷祭，郑玄并未言之。太常卿崔亮援引曹魏故事， “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
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时行事，而犹未禘”，王肃、韦诞、高堂隆均以三年丧未毕， “停不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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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二》，第２７６２页。
《通典》卷４９ 《禘祫上》引郑玄 《禘祫志》，第１３７８页；参见郑玄注，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卷１２
《王制》疏，第２４４页。
此蒙黄桢学友惠正，书此致谢！参见何德章：《“阴山却霜”之俗解》，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
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１２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６页。
《北史》卷１５ 《魏诸宗室传·陈留王虔》，第５７５页；《北史》卷１５ 《魏诸宗室传·常山王遵》，第５６６页。
《魏书》卷２４ 《崔玄伯传》，第６２３页；《魏书》卷２５ 《长孙崇传》，第６４５页。
《魏书》卷２９ 《奚斤传》，第７０１页。
《魏书》卷４０ 《陆俟传附陆丽传》，第９０８页。
《魏书》卷７ 《高祖纪下》，第１７１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二》，第２７６０页。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４１页。
《魏书》卷８ 《世宗纪》，第２１５页；《册府元龟》卷２９ 《帝王部·奉先二》，第３１８页。
《魏书》卷１０ 《礼志二》，第２７６１页。案：《通典》作 “来秋七月”（《通典》卷５０ 《禘祫下》，第１３９７
页），“来”字应属衍文。
祭”。孝明帝准其议，宜待 “年终 （即三年丧毕）乃后禘祫”。①
故北魏禘祫制度在宣武帝景明二年形成以三年丧毕行祫祭，次年春行禘祭，五年一
殷祭，禘祫与时享月份重合时，则改时享在仲月，而在孝明帝践祚之初，禘祫制度又经
补充，即在遇到国丧之时，则不行禘祫，仍需待三年丧后，乃行禘祫。时享、昭穆制度
在此之前已经成型，禘祫制度在孝明帝时期的修订完成，也标志着北魏太庙制度完备体
系的确立。
北魏太庙制度自道武帝始创，至孝明帝践祚初年，臻于完备，而武泰元年 （５２８）河阴之
变，北魏政局陡转趋近尾声，此后孝庄帝以旁系入居大统，虽变革庙制，但时享、昭穆制度、
禘祫等并无变更。
结　　语
道武帝开国，设立郊社 （郊祀、社稷、五郊迎气等）、太庙等国家祭祀制度，在南北对峙格
局下，彰显出对华夏正统的追求。太庙制度对内关乎皇统谱系，对外又显现出国家政治合法性
与正统性，故北魏太庙制度的建构历史亦即北魏国家正统性塑造过程的缩影。而北魏太庙制度
的构建在胡汉问题、南北正朔之争、皇权等因素主导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层面。
由于胡汉传统的遭遇与碰撞，北魏前期先祖祭祀呈现出胡汉杂糅的局面，且鲜卑旧俗在先
祖祭祀中居于主导地位。道武帝所立 “寝庙”及云中、盛乐七帝之祀，以及明元帝所立东庙，
或者均可视作脱胎于拓跋鲜卑旧俗。北魏前期皇帝更为倚重鲜卑旧俗，故而明元帝所立东庙祭
祀在先祖祭祀中居于首位。
东庙、太庙祭祀由于源出两种异质传统，其祭祀制度呈现出不同侧面。太庙祭祀所用牲牢
多为太牢 （牛、羊、豕），② 罕见用马之例，而 《魏书·礼志一》载明元帝祭东庙，所用牲牢为
“马、牛、羊”；③ 太庙祭祀在四孟月 （北魏前期在二分、二至）及腊，而 《魏书·乐志》载东庙
祭祀时间在 “孟夏”；④ 明元帝所立东庙有昭成、献明、道武庙，据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诏令，明
元帝以下虽未立殿宇，而东庙神主递次增加，至少有献明帝至献文帝七庙神主，此与太庙神主
亲尽迁毁之制略异。在北魏前期东庙与太庙祭祀制度或者也有部分混容，但本属殊途，并未混
而为一。
在北魏前期先祖祭祀中，代表华夏制度的太庙祭祀的地位未得以凸显，而作为凯旋仪式性
的象征，中原王朝在宗庙行饮至礼已为太武帝以下诸帝付诸实践。《魏书》凡六次记载北魏皇帝
行 “饮至策勋，告于宗庙”之礼，⑤ 其中 “宗庙”，或者可以理解为指 “东庙”，不过北魏所行饮
至礼，明显仿效中原王朝旧制，所行之礼，与 《左传》桓公二年 “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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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二》，第２７６１—２７６２页。
北魏祭太庙所用牲牢，仅知道武时为太牢。（《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３５页）汉唐之间的祭祀制
度，参见王泾：《大唐郊祀录》卷１，民国 《适园丛书》刊本，第９页ｂ。
《魏书》卷１０８ 《礼志一》，第２７３７页。
《魏书》卷１０９ 《乐志》，第２８２７页。案：康乐据明元帝祭东庙在九、十月之交，由此推论东庙祭祀时
间在秋季，而非孟夏。（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１７０页注７）
始光四年 （４２７）八月、神元年 （４２８）十月、神四年二月、太延五年 （４３９）十二月，分别见 《魏
书》卷４上 《世祖纪》，第７３、７５、７８、９０页；皇兴四年九月，见 《魏书》卷６ 《显祖纪》，第１３０页；
延兴三年 （４７３）正月，见 《魏书》卷７上 《高祖纪》，第１３８页。
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云云极为契合，① 故北魏行饮至礼所在 “宗庙”，仍当以太庙为妥。
至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不复亲祀东庙，以太庙祭祀升居主导地位，显示出鲜卑旧俗的衰退与华夏
制度的突破性进展，标志着北魏先祖祭祀由胡汉杂糅走向以华夏制度为主导的转变。
在南北正朔相争背景下，礼乐制度成为正统所在的重要标志。隋人王通 《中说·述史》云：
“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② 其意在于因西晋礼乐制度迁
入江左，故东晋南朝为正朔所在。胡汉因素在北魏前期太庙演变中固然不宜忽视，而北魏太庙
制度的构建也具有南北正朔之争的现实政治意义。道武帝天兴元年以土德自居，至孝文帝太和
十四年改为水德，北魏五德历运经历了由间接承继西晋到直接承继西晋的转变，表现出 “继承
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③ 北魏在王公葬仪、官制以及墓葬形制上，或不乏模仿西晋旧制。④ 而
两晋南朝庙制基本承用王肃太祖六亲庙之说，两晋庙制在晋元帝以后，以世数论昭穆，兄弟昭
穆相同，至晋安帝时庙制已达七世十六室。⑤ 南朝庙制遵用两晋不立二祧之制，又改定两晋旧
制，因太祖未升，立太祖五亲庙；⑥ 在禘祫制度上，两晋南朝均采用王肃禘祫为一说；在禘祫时
间上，东晋以三十月一殷祭为原则，宋、齐沿承此制，⑦ 至梁武帝天监初年，又改行 “三年一
禘，五年一祫”之制。⑧ 但无论是道武帝间接承继西晋，抑或孝文帝以后直接以西晋的继承者身
份自居，北魏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逐渐走上了一条采纳郑玄学说而非两晋南朝主要遵用王肃学
说的道路。
道武帝开国之初，所立太庙分置始祖、太祖，具有明显的缘饰经典的迹象。北魏太庙制度
的构建历程，可以析为两个阶段：
１．道武帝至献文帝时期为 “天子七庙”的形成阶段，东庙祭祀在先祖祭祀中居于主导地位，
由皇帝亲祀，太庙祭祀处于从属地位，多由有司摄事。北魏太庙先后经历了四庙、五庙、六庙，
呈现出递增趋势，最终在献文帝时确立 “天子七庙”的格局。在太庙神主上显著的变化是始祖
神元在文成帝时递次迁毁，太祖平文出居正位。
２．孝文帝至孝明帝时期为太庙制度的确立阶段，北魏太庙祭祀在先祖祭祀中升居主导地位，
由皇帝亲祀。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太祖二祧四亲庙格局、时享、太祖在郊庙中的地位由孝文
帝确立，昭穆制度、禘祫制度、功臣配享制度经过宣武帝的重定及孝明帝的补充，北魏最终建
立起体系完备且付诸施行的太庙制度。
北魏太庙制度与两晋南朝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对郑、王学说的择从上，两晋南朝宗庙制度主
要依用王肃学说，而北魏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亦不乏糅合王肃学说迹象，但最终呈现出全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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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５桓公二年，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９６页。
王通：《中说》卷７ 《述史篇》，张沛校注：《中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３页。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４７、５２—５６页。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１９５页；参见倪润安： 《南北墓葬文化的正统争
夺》，《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９１—
２９９页。
参见陈宏：《两晋太庙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３６页。
案：萧梁以外，宋、齐、陈为凑七庙之数，开国初以开国之君的已故皇后充一世数。参见郭善兵：《中
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第２８７—２９０页；梁满仓： 《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 《中国史研
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２６页。
金子修一：《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刘俊文主编： 《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
卷》，第３４０页、３７７页注１０；日文参见金子修一：《中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第３２—３５页。
《隋书》卷７ 《礼仪志二》，第１３１页。
郑玄学说的趋势。北魏太庙在献文帝时期演变为七庙，呈现出与王肃庙制说相近的太祖六亲庙
的格局，但北魏太庙格局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以后转从郑玄 “太祖二祧四亲庙”之说。在禘祫
学说上，孝文帝尚从王肃禘祫为一说，至宣武帝景明二年则以郑玄 “禘分祫合说”取代王肃学
说，此后北魏所行禘祫时间更为忠实于郑玄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论。北魏太庙制度在经
学理论上主要基于郑玄学说，更接近于曹魏魏明帝景初年间的宗庙建置，但魏明帝太和八年在
禘祫说上取王肃学说，① 此后景初改制是否改用郑玄学说，并无明文，而北魏则在汉魏以后初次
实现郑玄禘祫说付诸实践以及在祫祭时太祖东向的问题。
胡汉因素与南北正朔之争直接影响北魏太庙制度的变迁轨迹，而皇权在北魏太庙制度的改
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孝文帝庙制改革，成为北魏太庙制度变迁的重要分水岭。道武
帝开启北魏华化之先河，冯太后时期北魏政治重心逐渐南移至中原，此后，孝文帝在迁都洛阳
之前改革先祖祭祀制度，废止西郊郊天以及迁都洛阳之后禁胡服、断北语、易胡姓、改官制、
定律令等一系列华化改制，更为全方位地输入华夏制度，以塑造华夏正统性。北魏前期以西郊
郊天与东庙祭祀在国家祭祀中居于主导地位，折射出北魏皇帝更为偏重鲜卑传统，彰显出北魏
皇权的异族特征。至孝文帝亲临郊庙，废止西郊郊天，俨然以华夏郊庙制度为正宗，以华夏正
统自居，显示出北魏逐渐由胡汉文化交融走向以华夏文化为主导的历史转折。
中古时期宗庙制度的构建在经学理论上主要以郑玄、王肃礼说为依托。问题在于北魏在太
庙制度的构建上，何故以郑玄学说比王肃学说更具正统性？道武帝开国建制，取法 《周礼》，所
创郊祀制度 （南郊、北郊、圆丘、方泽）遵用郑玄郊丘为二说，② 孝文帝以后，北魏依用郑玄学
说建构太庙制度，可谓沿承道武帝所开之风气。虽然北魏郊庙制度更近于曹魏旧制，但径以北
魏正统性源出曹魏，尚无确切依据。北魏在太庙制度上择用郑玄学说的背后，凸显出北魏对
“周制”的认定。郑玄、王肃依据经典所释庙制，均属 “周制”的范畴。与王肃庙制说简约易行
相比，郑玄 “括囊大典，网罗众家”，③ 其学说更为复杂严密，在解经取向上，较为 “尊崇周
官”。④ 北魏太庙制度采用郑玄学说，显示出北魏以郑玄所释制度更合乎 “周制”的本义，并以
郑玄学说标榜国家正统性。
在北魏庙制变迁过程中，庙号呈现出不避重复的现象，如平文帝、道武帝同为太祖；昭成
帝、孝文帝均号高祖；太武帝初为世宗，宣武帝庙号与之不异，可谓华化过程的特殊现象。尤
其是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庙号不避太祖、高祖也具有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附识：本文在撰述过程中，先后经史睿、桥本秀美、罗新、金子修一、杨英诸位教授赐正，
谨此深表谢意，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作者赵永磊，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责任编辑：张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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